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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员工工作价值观的代际变迁* 

唐宁玉  甄丹蕾  关  健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 200030) 

摘  要  随着时代发展, 我国工作场所中的员工队伍构成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多代际并存, 使得理解不同代际员工

的工作价值观变得迫切而重要。本文基于 Inglehart 的现代化演进理论, 通过采用不同研究设计、不同测量工具、

不同分析方法和不同研究视角的三个研究, 对不同代际(改革前一代、改革一代和后改革一代)员工工作价值观的变

迁展开了系统而深入的分析。研究结果显示, 我国不同代际员工的工作价值观既存在差异, 又存在相似之处, 后改

革一代的工作价值观较之其他两代差异最为明显。具体而言, 相比于改革前一代与改革一代, 后改革一代的物质主

义工作价值观最低, 后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最高; 后改革一代相比于前两个代际对开放工作价值观的重视程度最

高, 但三代员工在自我超越工作价值观上没有显著差异。研究还发现, 不同代际员工对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的重视

程度仍然高于后物质主义。本研究丰富了工作价值观代际差异以及新生代员工研究的知识体系, 研究结果也可以

为处在大变局中的企业管理实践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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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 世界进入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

代 , 巨大的社会变迁也包含了劳动力队伍的变化

(Li et al., 2021), 工作场所中的员工队伍构成越来

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多样、平等和包容日益成

为组织关注的核心问题(Anderson et al., 2017; Tang 

et al., 2015)。截至 2020 年底, 我国就业人员中 90

后占 17.4%, 80 后占 25.9%, 70 后占 24.5%, 60 后占

20.9%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 2021)。虽然

不同代际员工给组织带来了活力和竞争优势, 但他

们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上的差异日益凸显(Anderson 

et al., 2017)。如果管理不善, 不同代际员工的差异

可能会引发误解和冲突。由于代际问题的核心是社

会文化变迁, 而价值观是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体现

(陈坚, 连榕, 2011), 了解工作价值观的代际变迁成

为有效应对工作场所代际问题的基础。 

工作价值观(work values)是个体所追求的与工

作有关的目标, 表达了个人的内在需要及其从事活

动时追求的工作特质(Super, 1970)。工作价值观具

有动机的功能(Rokeach, 1973), 会激发和维持个体

在工作场所中的态度(如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工作

投入和离职倾向) (孟秀兰  等 , 2020; Jang et al., 

2018; Li et al., 2022)和行为(如员工的角色内绩效、角

色外绩效和创新绩效) (侯烜方 等, 2014; 栾贞增 

等, 2017), 因此工作价值观是组织管理研究领域的

重要变量。目前, 国内外大多数研究认为不同代际

员工的工作价值观存在明显差异。相比于婴儿潮一

代(出生于 1946 年至 1964 年)和 X 一代(出生于 1965

年至 1980 年), Y 一代(出生于 1981 年及以后)更注

重休闲及工作与家庭的平衡(Cogin, 2012; Twenge 

et al., 2010), 更看重工作自主, 漠视权威(Cennamo 

& Gardner, 2008; Zhao, 2018), 更加渴望挑战性的

工作和学习机会(苏晓艳 等, 2021; Yang et al., 2018)。

此外, 也有研究表明工作价值观的变迁并不是完全

呈线性的, 例如, Twenge 等(2010)研究表明 X 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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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另外两代更看重工作的物质报酬。但是, 部分工

作价值观代际差异研究出现了与以往研究矛盾的

结论(Rudolph et al., 2018), 例如, Cogin (2012)发现

不 同 代 际 对 工 作 自 主 性 的 重 视 程 度 没 有 显 著 差

异。除此之外, 部分研究发现不同国家员工的工作

价值观代际特征和变化趋势存在着一些差异(Parry 

& Urwin, 2021; Peretz et al., 2022), 例如, Egri 和

Ralston (2004)发现中国各代际员工的价值观与美

国员工存在较大差异, 并且这一差异在各代际中普

遍存在。 

从对以往研究的梳理和回顾中可以发现, 现有

工作价值观的代际研究虽然取得了较多进展, 但仍

有一些不足。首先, 一些研究基于探索性数据分析

提出的对工作价值观代际变迁的解释缺少理论支

撑(Rudolph et al., 2018)。其次, 代际群体的形成受

到社会文化环境因素的影响(Parry & Urwin, 2021), 

但在以往有关中国代际价值观的研究中, 有的采用

西方的代际划分方式, 有的采用“十年一代”的方

式, 并未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大事件和代际划分

充分结合起来(唐宁玉 等, 2017)。最后, 绝大多数研

究倚重单一的横断研究设计, 无法有效区分代际效

应(cohort effect, 即过去一系列历史事件对同一代

人产生的影响)、年龄效应(age effect, 即个人年龄

变化产生的影响)和时期效应(period effect, 即当前

的社会环境变化对所有世代产生的影响) (陈坚, 连

榕, 2011), 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值得商榷。理论研究

的不足和实践的需求反映出中国情境下工作价值

观的代际差异研究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以更好

反映大变局时代社会变迁对劳动力队伍的影响(蔡

华俭 等, 2020; 傅小兰, 蔡华俭, 2016)。 

1.1  中国的代际划分 

“代”是由具有共同的出生年代、处于相同年龄

阶段、在关键成长阶段经历过重大事件的个体构成

的可识别群体(Kupperschmidt, 2000)。在该群体中, 

成员们出生于同一历史和文化区域中, 在成长关键

期共同参与了相似的社会历史事件, 在成长经历上

存在共性。由于社会文化烙印不同, 不同代际的价

值观、思想认识和行为方式等均存在差异, 因此拥

有了独特的代际身份(Joshi et al., 2011)。 

国内外研究者对于我国代际的划分问题看法

不一, 但基本认可以中国近现代以来发生的重大历

史事件作为分界点(高海燕 等, 2022; Tang et al., 

2017)。此外, 随着新一代员工逐步进入职场, 中国

职场代际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

业统计司, 2021), 将 1990 年后出生的新一代员工

纳入代际研究十分必要。因此, 本研究采用 Tang

等学者(2017)的代际划分方式, 以关键经济事件(即

1978 年的改革开放和 1990 年的深化改革)为依据, 

将当前工作场所中的员工划分为改革前一代(出生

于 1978 年前)、改革一代(出生于 1978 年至 1989 年)、

后改革一代(出生于 1990 年及以后)。 

1.2  工作价值观及其分类 

价值观是有关什么是“好的”和“值得的”的观念

(Williams, 1970), 代表了广泛的理想目标(Sagiv et al., 

2017; Schwartz, 1992)。价值观按相对重要性纵向排

序, 一种价值观相对重要性的提高会导致其他价值

观相对重要性的下降(Rokeach, 1973)。工作价值观

是价值观在工作情境中的具体体现, 代表了个体在

工作领域所向往的目标(Super, 1970)。 

对于工作价值观的维度划分问题, 国内外学者

进行了大量研究, 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例如, Manhardt 

(1972)将工作价值观划分为舒适与安全(如工作安

全性高, 在时间和地点上具有稳定性等)、能力与成

长(如工作要求创新性, 能够增长知识、提升能力

等)、地位与独立(如有较高的地位, 能够独立自主

工作等)三个维度, 其编制的工作价值观量表也得

到了广泛的使用(例如, 孟秀兰 等, 2020; 苏晓艳 

等, 2021)。Cable 和 Edwards (2004)基于在心理学领

域占核心地位的 Schwartz 个人基本价值观理论(李

玲, 金盛华, 2016), 提出了相似的工作价值观维度

划分。第一个维度是“开放−保守”工作价值观维

度。其中, 开放价值观包括自主观和多样观, 是指

人们在工作中实现自我治理和情感兴趣的动机强

度; 保守价值观包括安全观和威权观, 是指人们在

工作中保持现状、维持确定性的动机强度。第二个

维度是“自我增强−自我超越”工作价值观维度。其中, 

自我增强价值观包括薪酬观和地位观, 是指人们在

工作中增强自己个人利益的动机强度; 自我超越价

值观包括利他观和关系观, 是指人们在工作中提升

他人和社会福祉的动机强度。Twenge 等(2010)在其

工作价值观研究中, 将工作价值观分为休闲观、外

在价值观、内在价值观、利他观和社交观五个维

度。Cao (2020)则根据 Inglehart (1977, 1997)的现代

化演进理论, 将工作价值观分为物质主义工作价值

观(对生存和安全等物质工作目标的重视程度)和后

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对自我实现等非物质工作目

标重视的程度)。本研究主要借鉴物质主义和后物

质 主 义 工 作 价 值 观 划 分 以 及 Cable 和 Ed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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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提出的工作价值观框架, 对工作价值观的代

际变迁进行分析。 

1.3  工作价值观代际变迁机制 

上述已经提到, 社会变迁会引起工作价值观的

代际变化。本研究借鉴 Inglehart (1977, 1997)的现

代化演进理论对我国工作价值观的代际变迁进行

探讨。具体而言, 现代化演进理论用两个假设来解

释价值观的代际变迁: 一是匮乏假设, 即个人价值

观主要由其成长时期社会经济环境中所缺乏的因

素决定, 如果成长于经济不安全的环境中, 人们就

会更为重视生存与安全目标(即物质主义), 而如果

成长于相对安全和繁荣的环境中, 人们会更重视自

我实现等非物质目标(即后物质主义); 二是社会化

假设, 即个人价值观是其成长关键期社会化的结果, 

而成年后个人价值观会保持相对稳定。因此, 随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 价值观将发生从物质主义向后物

质主义的转变(Inglehart, 2016)。 

Inglehart 和 Baker (2000)进一步提出, 这种转

变 反 映 了 人 们 从 重 视 生 存 向 重 视 自 我 表 达 的 转

变。后物质主义是自我表达维度的关键内容, 促进

向后物质主义转变的条件也会促进从生存向自我

表达的转变, 但自我表达包含更多的内容, 例如重

视自由表达、平等与包容多样性、人际信任、政治

参与等。本质上, 自我表达强调对世界的认识应该

是多视角、多向度的, 是包容差异的(陈翼, 唐宁玉, 

2014)。以上现代化演进理论的基本假设为本研究

提供了研究基础, 本研究进一步结合中国特有的社

会文化因素, 探究中国员工工作价值观的代际变迁。 

1.4  研究概述 

本研究将基于 Inglehart (1977, 1997)的现代化

演进理论 , 通过采用不同研究设计、不同测量工

具、不同分析方法和不同视角的三个研究系统揭示

中国员工工作价值观的变迁趋势。具体而言, 研究

1 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 

Survey, 简称 CLDS)数据, 采用年龄−时期−世代分

析 模 型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Model, 简 称

APC 模型 ), 揭示我国不同代际员工的物质主义

(materialism)和 后 物 质 主 义 (post-materialism)工 作

价值观的变化趋势。研究 2 采用较大规模的网络问

卷调查数据, 一方面再次检验研究 1 中的假设和所

得到的结论, 另一方面补充采用 Cable 和 Edwards 

(2004)工作价值观量表, 以克服研究 1 在测量和样

本上的局限性, 进一步分析不同代际员工在工作价

值观上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研究 3 采用主体间视角

(intersubjective perspective), 考察人们知觉到的工

作价值观的代际差异, 从不同研究视角对前两个研

究的发现进行再次验证。本研究旨在通过多方法设

计提升研究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 丰富工作价值观

代际差异的知识体系 , 拓展工作价值观研究的理

论边界, 并为组织管理不同代际的员工提供借鉴和

参考。 

2  研究 1: 基于 APC 模型 

研究 1 的目的是探究我国不同代际员工的物质

主义和后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的变化趋势。根据现

代化演进理论(Inglehart, 1977, 1997), 人们在成长

关键期经历的持续经济繁荣会广泛提高人们的安

全感, 降低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的重要性, 提高后

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的重要性。 

具体而言, 改革前一代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之后

的建设时期, 较低的物质生活水平导致人们的经济

不安全感较高(Tang et al., 2017), 由于工作几乎是

当时中国人生存的唯一依靠(陈坚, 连榕, 2011), 工

作中的生存和安全需求占主导地位。改革一代经历

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见证了国家现代化和工业化的

快速发展(Leung, 2008), 人们的物质主义需求得到

部分满足, 因此改革一代的不安全感相对降低。而

后改革一代经历了更加富裕的物质生活, 教育水平

和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生存和安全需要的基本

满足促使他们不会再纯粹追求物质回报, 而是更重

视自我实现等非物质目标(Inglehart, 2016)。如果纯

粹着眼于此, 从改革前一代到改革一代, 物质主义

工作价值观似乎应逐渐降低, 后物质主义工作价值

观似乎应逐渐升高。但是, 中国的社会变迁在具有

现代化进程普遍性的同时, 还具有特殊性(高海燕 

等, 2022; Tang et al., 2017)。在中国, 国家主导体制

和不同代际所经历的不同社会化过程也对工作价

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高海燕 等, 2022), 特别是在

改革前一代和改革一代。由于改革前一代经历的计

划经济时代对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更为强调, 虽然

当时物质匮乏, 他们仍将精神生活置于物质生活之

上(陈坚, 连榕, 2011)。因此, 他们工作中的自我实

现等非物质目标对改革前一代更为重要。相比之下, 

改革一代所经历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改

革开放政策, 物质利益得以正名, 工作的物质价值

得以凸显并逐渐成为人们的追逐对象(陈坚, 连榕, 

2011)。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如下第一组假设:  

假设 1.1: 后改革一代的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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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 改革前一代次之, 改革一代最高。 

假设 1.2: 后改革一代的后物质主义工作价值

观最高, 改革前一代次之, 改革一代最低。 

2.1  样本与数据 

研究 1 采用 CLDS 的数据来检验假设 1.1 和

1.2。CLDS 由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起, 采

用 多 阶 段 、 多 层 次 与 劳 动 力 规 模 成 比 例 的 PPS 

(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Sampling)抽样方

法调查中国劳动力的现状与变迁, 是全国第一个以

劳动力为主题的全国性调查追踪项目。自 2011 年

试调查开始, CLDS 在 2012 年完成了第一次全国性

抽样调查, 并在 2014 年、2016 年和 2018 年进行了

三次追踪调查, 样本覆盖了中国 29 个省份(不包括

港澳台、西藏和海南), 系统地追踪了我国社区、家

庭、个体等多个层次劳动力(即 15 至 64 岁的家庭

成员 )的变化和相互影响 (Wang et al., 2017)。因

CLDS 具有全国劳动力变迁的代表性和追踪性等优

点, 近些年来被广泛应用于有关中国劳动力的迁移

和幸福感变化等相关研究中(例如, 罗必良 等, 2021; 

叶文平 等, 2018)。 

本文使用 2012 年、2014 年和 2016 年三轮调查

所得数据, 并进行样本筛选和变量处理。首先, 在

数据库中将 2012 年、2014 年和 2016 年的追踪样本

筛选出来, 并仅保留成功追踪的样本; 其次, 对缺

失工作价值观变量的样本进行删除, 并删除出生年

份先于 1957 年的样本1; 最后, 仅保留需要研究的

变量, 并构建成面板数据。最终得到 1950 个追踪样

本, 三年共计 5850 个样本(详见表 1)。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研究 1) 

代际 出生年份 人次
物质主义 后物质主义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改革前一代 1977 年及以前 4656 0.48 0.55 −0.48 0.55

改革一代 1978 至 1989 年 1110 0.41 0.55 −0.41 0.55

后改革一代 1990 及以后 84 0.16 0.58 −0.16 0.58

 

2.2  测量工具 

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 研究采用

来自 CLDS 问卷中一组关于工作价值观的问题: “目

前工作对你的意义或价值是什么？①谋生; ②让自

己心安 ; ③认识更多的人 ; ④获得尊重 ; ⑤兴趣 ; 

                                                           
1 出生年份小于 1957 年的样本在 2016 年时已经达到法定退休

年龄(即 60 岁), 因此被删除。 

⑥充分发挥自己能力。”这一组题目被学者们应用

于工作价值观研究中(例如, 杨春江 等, 2019; Cao, 

2020)。所有题项均采用 Likert 5 点量表计分(1 = 非

常不重要, 5 = 非常重要)。CLDS 的问卷使用手册

提到, 该组题目是为了询问被试实际工作在满足他

/她的马斯洛五个需求层次的工作目标上的重要程

度, 包括生存需要(谋生)、安全需要(让自己心安)、

社交需要(认识更多的人)、尊重需要(获得尊重)、

自我实现需要(兴趣和充分发挥自己能力)。根据

Inglehart (1977, 1997)的现代化演进理论, 并借鉴

Cao (2020)的分析建议, 本研究剔除容易让人产生

歧义的“让人心安”题项, 并将“谋生”划分为物质主

义, 将“认识更多的人”、“获得尊重”、“兴趣”和“充

分发挥自己能力”等四个题项划分为后物质主义。

我们对 5 个题项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 结果支持

了我们的划分(详见网络版附录 A, 表 A1)。 

控制变量: 个体的工作价值观不仅取决于人们

在不同成长时间所经历的关键事件, 还取决于人们

如何感知这些关键事件, 而人们对关键事件的感知

受到其特质的影响(Parry & Urwin, 2021)。参照以往

代际研究的做法(Egri & Ralston, 2004; Tang et al., 

2017), 我们对个人特征进行控制。首先, 我们控制

了性别(0 = 男性, 1 = 女性); 其次, 由于教育和城

市化是塑造价值观的主要动力 (Yuchtman-Yaar & 

Alkalay, 2007), 我们控制了受教育程度(1 = 初中

及以下, 2 = 高中, 3 = 大学, 4 = 硕士及以上)和户

口类型(0 = 农业户口, 1 = 非农户口); 最后, 不同

的工作类型也可能对工作价值观有影响, 我们控制

了工作类型(1 = 雇员, 2 = 雇主, 3 = 自雇, 4 = 务

农)。此外, 为了区分年龄对代际效应的影响, 参考

已有研究(Li et al., 2021), 我们将年龄进行了分组

处理(1 = 小于 30 岁, 2 = 30 岁至 39 岁, 3 = 40 至 49

岁, 4 = 50 至 59 岁)。 

2.3  分析策略 

本研究采用 STATA 16.0 和 SPSS 23.0 进行数据

分析。具体而言, 第一, 由于现代化演进理论关注

的是目标的相对重要性, 并为了降低个人偏向导致

的价值观重要性排序上的偏差(Inglehart & Abramson, 

1999), 本研究参照 Schwartz (1992, 2005)对价值观

测量工具的使用建议, 对工作价值观进行校正。对

于工作价值观的测量数据, 本研究首先计算每个被

试所有价值观类型的平均数, 然后用每一类型价值

观的评分减去该平均数, 从而将价值观绝对重要性

分数转换为价值观相对重要性分数。校正后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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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用于相关性分析和以工作价值观为因变量的回

归分析, 原始数据被用于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

因子分析(Schwartz, 1992, 2005)。2 

第二, 由于年龄和代际高度相关, 为了控制年

龄和时期效应, 避免年龄、时期和代际多重共线性

的影响, 我们采用 APC 模型进行分析。APC 模型

是一种研究个体在生命历程中各个阶段与社会历

史事件互动的研究方法 (Fosse & Winship, 2019; 

Yang, 2008)。由于特定时期的社会变迁或历史事件

能够对群体产生相似的影响, 从而在不同队列的群

体中呈现出不同的生命轨迹, 导致个体的心理和行

为同时受到“年龄”、“时期”和“世代”三种不同类型

的效应的影响(Yang & Land, 2008, 2016)。APC 模

型能够把某个社会现象分解成“年龄”、“时期”和“世

代”三种不同类型的净效应, 从而从年龄、时期和世

代三个角度找出影响该社会现象变迁的不同原因

(Yang & Land, 2008, 2016)。目前大量文献探讨了对

APC 模型的求解方法, 由于 CLDS 这三期追踪数据

的间隔时间较短, 且本文主要关注不同代际之间的

价值观变迁, 因此我们参照 Deaton (1997)提出的分

解方法(周绍杰 等, 2009)进行求解。具体地, 假设

αi 代表出生代际为 i 的代表性群体的个人价值观水

平, 那么个体的价值观 V 就可以表示为:  

V = α1*Cohort1 + α2* Cohort2 + α3* Cohort3 + 

γt + γk + β* Controlst 

其中, Cohorti (i = 1, 2, 3)表示一组代际虚拟变

量(1 = 改革前一代; 2 = 改革一代; 3 = 后改革一

代), 即, 如果个体属于改革前一代, 则 Cohort1 = 1; 

如果个体属于改革一代, 则 Cohort2 = 1; 如果个体

属于后改革一代, 则 Cohort3 = 1。γt 为年份固定效

应(t = 2012, 2014, 2016), γk 为年龄固定效应(k = 1, 2, 

3, 4), Controlst 为性别、受教育程度、户口和工作类

型等控制变量。因此, 根据上式将个体价值观对代

际的虚拟变量进行回归, 就能得到对 αi 的最佳估计。 

第三, 本研究在分析中以改革一代为参照组构

建两个虚拟变量: 改革前一代、后改革一代。为了

获得更全面的信息, 我们进一步将改革前一代作为

参照组进行了替代分析。 

2.4  数据结果 

为考察每个代际员工工作价值观的倾向, 我们

首先针对改革前一代、改革一代、后改革一代的被

                                                           
2 本研究将使用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原始数据的数

据分析结果呈现在网络版附录 C。是否使用校正后数据对分析

结果基本没有影响。 

试进行了描述统计分析(详见表 1)。结果显示, 在所

有代际的员工中, 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的重要性都

高于后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 

表 2 和图 1 展示的是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工

作价值观的 APC 模型结果。从模型 1 可知, 在物质

主义工作价值观维度上, 改革前一代与改革一代没

有显著差异(b = −0.01, p = 0.85), 后改革一代显著

低于改革一代(b = −0.14, p = 0.04); 从替代分析(模

型 2)可知, 后改革一代的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边际

显著低于改革前一代 (b = −0.14, p = 0.06)。因此, 

后改革一代的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低于改革前一

代和改革一代, 而改革前一代和改革一代没有显著

差异, 假设 1.1 得到部分支持。 

在后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维度上, 从模型 3 可

知, 改革前一代与改革一代没有显著差异(b = 0.01, 

p = 0.85), 后改革一代显著高于改革一代(b = 0.14, 

p = 0.04); 从替代分析(模型 4)可知, 后改革一代的

后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边际显著高于改革前一代

(b = 0.14, p = 0.06)。因此, 后改革一代的后物质主

义工作价值观高于改革前一代和改革一代, 而改革

前一代和改革一代没有显著差异, 假设 1.2 得到部

分支持。 

2.5  补充分析: 工作价值观的年龄和时期效应 

为了更好地厘清工作价值观的代际变迁和年

龄、时期效应的区别, 我们也对年龄和时期效应进

行了分析。 

2.5.1  时期效应 

图 2 展示的是时期效应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在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维度上, 2014 年(b = 0.21,  

p < 0.001)和 2016 年(b = 0.22, p < 0.001)显著高于

2012 年; 2014 年和 2016 年则没有显著差异(b = 0.01, 

p = 0.54)。在后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维度上, 2014

年(b = −0.21, p < 0.001)和 2016 年(b = −0.22, p < 

0.001)显著低于 2012 年; 2014 年和 2016 年则没有

显著差异(b = −0.01, p = 0.54)。这可能是因为我国

在经历了多年高速经济增长后, 从 2011 年开始增

速放缓, 2012 年 GDP 增速(7.86%)相较上一年度增

速(9.55%)下滑较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 

2014), 对经济发展的关注使得生存价值观再度成

为人们的优先选项(Norris & Inglehart, 2019), 导致

物质主义价值观呈上升趋势。 

2.5.2  年龄效应 

图 3 展示的是年龄效应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在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维度上, 30 至 39 岁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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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的 APC 模型结果(研究 1) 

变量 
物质主义 后物质主义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代际         

改革前一代 0.01(0.04) 基准 −0.01(0.04) 基准 

改革一代 基准 −0.01(0.04) 基准 0.01(0.04) 

后改革一代 −0.14*(0.07) −0.14† (0.08) 0.14*(0.07) 0.14† (0.08) 

年龄         

30 岁以下(基准)         

30~39 岁 0.12***(0.04) 0.12***(0.04) −0.12***(0.04) −0.12***(0.04) 

40~49 岁 0.09† (0.05) 0.09† (0.05) −0.09† (0.05) −0.09† (0.05) 

50~59 岁 0.08(0.05) 0.08(0.05) −0.08(0.05) −0.08(0.05) 

时期         

2012 年(基准)         

2014 年 0.21***(0.02) 0.21***(0.02) −0.21***(0.02) −0.21***(0.02) 

2016 年 0.22***(0.02) 0.22***(0.02) −0.22***(0.02) −0.22***(0.02) 

控制变量         

受教育水平 −0.05***(0.01) −0.05***(0.01) 0.05***(0.01) 0.05***(0.01) 

性别 0.04*(0.02) 0.04*(0.02) −0.04*(0.02) −0.04*(0.02) 

工作类型 0.05***(0.01) 0.05***(0.01) −0.05***(0.01) −0.05***(0.01) 

户口类型 −0.07***(0.02) −0.07***(0.02) 0.07***(0.02) 0.07***(0.02) 

截距项 0.18***(0.04) 0.19***(0.06) −0.18***(0.04) −0.19***(0.06) 

R2 0.08 0.08 0.08 0.08 

F 39.32 *** 39.32 *** 39.32 *** 39.32 *** 

注: N = 5850; 使用校正后的工作价值观数据, 括号内为标准误; 模型 1 和 3 以改革一代为参照组进行回归分析; 模型 2 和 4 以改革

前一代为参照组进行回归分析。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双尾检验)。 

 

 
 

图 1  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代际变迁趋势 

(以改革前一代为基准; 研究 1) 
 

(b = 0.12, p = 0.001)和 40 至 49 岁的群体(b = 0.09,  

p = 0.08)显著高于 30 岁以下的群体, 而 50 至 59 岁

的群体则与 30 岁以下的群体没有显著差异(b = 

0.08, p = 0.11), 随着年龄增长, 整体呈现出先上升, 

后下降的趋势; 在后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维度上, 

30 至 39 岁的群体(b = −0.12, p = 0.001)和 40 至 49 岁

的群体(b = −0.09, p = 0.08)显著低于 30 岁以下的群

体, 而 50 至 59 岁的群体则与 30 岁以下的群体没有 

 
 

图 2  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时期变迁趋势 

(以 2012 年为基准; 研究 1) 
 

显著差异(b = −0.08, p = 0.11), 随着年龄增长, 整

体呈现出先下降, 后上升的趋势。这种趋势的出现

可能是由于人们在不同人生阶段的角色重要性不

同所导致(Zacher & Froidevaux, 2021), 人们在组建

家庭后(30 岁左右)3, 由于家庭经济和个人成就的

                                                           
3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 2016 年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上升到

27.38 岁, 其中, 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 28.11 岁, 女性为 26.65 岁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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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需要, 导致物质主义上升, 而在获得一定的经

济水平和职业成就之后(45 岁左右), 物质主义开始

下降并趋于平缓。 
 

 
 

图 3  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年龄变迁趋势 

(以 30 岁以下群体为基准; 研究 1) 
 

2.6  讨论 

研究 1 为工作价值观的代际变迁提供了初步证

据。我们使用 CLDS 的三期追踪数据, 通过 APC 分

析模型 , 检验了不同代际之间的工作价值观差异 , 

以更加清晰地辨别代际、时期和年龄对工作价值观

的不同影响。APC 模型分析显示出在物质主义和后

物质主义价值观上, 代际、年龄和时期有着不同的

效应。其中, 代际效应基本符合现代化演进理论的

假设, 在控制了年龄和时期效应后, 后改革一代的

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最弱, 后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

最强。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后改革一代比改革前一

代和改革一代更不重视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 更重

视后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 但是各代际对物质主义

工作价值观的重视程度依旧高于后物质主义。这可

能是因为中国目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 人均生产总

值相对较低, 人们的安全感依旧未提升至较高水平, 

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的重要性高于后物质主义, 这

也 与 以 往 研 究 结 论 相 一 致 (Inglehart, 2016; Yang  

et al., 2018)。 

但是, 研究 1 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研究样

本方面, 虽然 CLDS 是社会抽样调查, 样本具有较

高的代表性, 但由于采样时期局限(2012 年时年龄

最大的后改革一代仅 22 岁)和样本流失问题, 不同

代际样本数量并不平均, 后改革一代的样本数量较

少; 时期跨度较短, 可能会影响工作价值观变迁中

时期效应结论的稳健性。在测量工具方面, CLDS

使用自编量表对工作价值观进行测量, 对物质主义

价值观的测量仅用单一问题, 信度和效度依据不够

充分; 此外, 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的分析框架过

于简化 , 无法展现个体工作价值观取向的丰富性

(Schwartz, 2003)。 

3  研究 2: 基于横断对比 

研究 2 一方面试图对研究 1 中的假设和所得到

的结论进行检验, 再次检验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

工作价值观的变迁趋势; 另一方面希望克服研究 1

在测量和样本上的局限性, 在研究 1 的基础上补充

采用 Cable 和 Edwards (2004)基于 Schwartz (1992)

的个人基本价值观理论开发的工作价值观量表, 并

进行较大规模的网络问卷调查对工作价值观的变

迁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基于 Inglehart (1977, 1997)

的现代化演进理论, 持续物质繁荣和社会稳定会提

高人们的经济和人身安全感, 进而降低人们的保守

和自我增强工作价值观, 提高人们的开放和自我超

越价值观(Egri & Ralston, 2004; 唐宁玉 等, 2017)。 

在开放和保守工作价值观方面, 上述已经提到,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加深和市场经济的不断

发展 , 从改革前一代到改革一代再到后改革一代 , 

人们的基本生活水平由匮乏到基本满足(Tang et al., 

2017), 经济和人身安全感不断提高 , 因此对经济

安全的重视不断降低, 对权威的服从态度开始松动, 

对自主和自我表达的重视程度提高(Inglehart, 2008, 

2016), 更注重自我感受且个性张扬(李燕萍, 侯烜

方, 2012), 也更重视工作中的自主性和多样性。此

外, 由于大众教育和互联网的普及也帮助人们接触

到更多样化的信息(李燕萍, 侯烜方, 2012), 后改革

一代对工作中的新兴事物有更多了解和较高接受

度。侯烜方等(2014)和 Laird 等(2015)的研究均发现, 

新生代员工更注重工作中的个人自由, 敢于挑战传

统和推动创新。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如下第二组假

设:  

假设 2.1: 开放工作价值观在不同代际间呈上

升趋势, 改革前一代最低, 后改革一代最高。 

假设 2.2: 保守工作价值观在不同代际间呈下

降趋势, 改革前一代最高, 后改革一代最低。 

在自我增强和自我超越工作价值观方面, 根据

现代化演进理论, 如果纯粹着眼于物质条件, 从改

革前一代到后改革一代, 伴随着物质的富裕和社会

的稳定 , 人们不再局限于个人的物质利益与安全 , 

更加重视多元平等、包容差异, 强调所有人的福祉

(陈翼, 唐宁玉, 2014; Inglehart & Baker, 2000; Tang 

et al., 2017)。但是, 由于改革前一代崇尚精神生活

(陈坚 , 连榕 , 2011)、强 调平均主义和集体利益

(Guan, 2000), 他 们 更 为 推 崇 在 工 作 中 奉 献 自 我

(Leung, 2008)。相比之下, 改革一代的物质生活水

平虽然相对于改革前一代有所改善, 但仍没有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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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水平, 同时改革开放在思想和文化上也倡导人

们可以追求物质利益(Tang et al., 2017; 陈坚, 连榕, 

2011), 这使得改革一代更渴望获得个人利益(包括

薪酬与地位)。因此, 改革前一代的自我增强工作价

值观低于改革一代, 自我超越工作价值观高于改革

一代。以往研究也发现, 在 60 后至 90 后员工中, 80

后最重视工作中的晋升和收入(栾贞增等, 2017)。基

于此,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3: 改革一代的自我增强工作价值观最

高, 改革前一代次之, 后改革一代最低。 

假设 2.4: 后改革一代的自我超越工作价值观

最高, 改革前一代次之, 改革一代最低。 

3.1  样本与数据 

研究 2 采用线上问卷调查对两组假设进行验

证。通过 Credamo 平台(www.Credamo.com)于 2022

年 11 月在全国范围内向目标人群(18 至 59 周岁的

企业员工)投放问卷, 共回收 1166 份调查问卷。为

确保样本数据收集的有效性, 将存在填写错误、答

题时间异常的问卷进行剔除, 剩余有效问卷共 992

份, 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85.08%。在参与调查的被试

中, 男性 440 人(占 44.40%), 女性 552 人(占 55.60%); 

平均年龄 38.27 岁(SD = 10.25)。根据 Tang 等学者

(2017)的代际划分, 改革前一代 306 人, 占 30.80%, 

改革一代 306 人, 占 30.80%, 后改革一代 380 人, 

占 38.30%。 

3.2  测量工具和分析策略 

本研究采用两个工作价值观测量。 

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 和研究 1

一样, 采用 CLDS 关于工作价值观的 5 个测量题

项。研究 2 对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结果再次

支持了我们的划分(详见网络版附录 A, 表 A2), “谋

生”属于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 “认识更多的人”、 

“获得尊重”、 “兴趣”和“充分发挥自己能力”属于后

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在本研究中, 后物质主义工

作价值观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6。 

Cable 和 Edwards (2004)的工作价值观: 共 24

个题项, 包括利他观等 8 个维度, 如“让世界变得更

好对我很重要”。量表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法 (1 = 

非常不重要, 5 = 非常重要)。该量表中文版采用回

译法进行翻译。根据 Schwartz (1992)、Cable 和

Edwards (2004)的价值观理论 , 借鉴 Sessions 等

(2021)的分析建议, 本研究将分维度进行加总, 形

成 4 类工作价值观, 即开放工作价值观(包括多样

观和自主观)、保守工作价值观(包括安全观和权威

观)、自我增强工作价值观(包括薪酬观和地位观)、

自我超越工作价值观(包括利他观和社交观)。我们

用 Mplus 8.30 (Muthén & Muthén, 1998-2017)对工

作价值观量表的 24 个题项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以检验其结构效度(详见表 3)。首先, 我们检验一阶

八因子结构模型, 结果显示该模型的各项拟合度指

标均较为理想(χ2(224) = 613.927, p < 0.001, CFI = 

0.958, RMSEA = 0.042, SRMR = 0.039)。其次, 我们

检验了二阶四因子结构模型。结果显示, 该模型也

具有较高的拟合度(χ2(238) = 1003.418, p < 0.001, 

CFI = 0.918, RMSEA = 0.057, SRMR = 0.77), 且优

于其他模型。因此, 我们认为二阶四因子结构模型

在理论和统计上更为合适。在本研究中, 4 类工作价

值观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81 (开放), 0.78 

(保守), 0.77 (自我增强), 0.76 (自我超越)。 
 

表 3  价值观变量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研究 2) 

模型 χ2 df RMSEA CFI SRMR

模型 1
一阶八因子模型

(24 个条目) 
613.927 224 0.042 0.958 0.039

模型 2 二阶四因子模型 1003.418 238 0.057 0.918 0.077

模型 3 二阶二因子模型 1223.827 243 0.064 0.895 0.090

模型 4 二阶单因子模型 1228.754 244 0.064 0.894 0.090

模型 5
二阶四因子模型

(改革前一代) 
445.735 238 0.053 0.932 0.083

模型 6
二阶四因子模型

(改革一代) 
498.841 238 0.060 0.905 0.083

模型 7
二阶四因子模型

(后改革一代) 
661.441 238 0.068 0.885 0.094

注: N = 992; 改革前一代 306 人, 改革一代 306 人, 后改革一代

380 人; 使用原始工作价值观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模型

2: 基准模型; 模型 3: 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 开放和保守工作

价值观合并为同一因素, 自我增强和自我超越工作价值观合并

为同一因素; 模型 4: 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 开放、保守、自我

增强、自我超越工作价值观合并为同一因素。 
 

控制变量: 本研究选取被试的性别(0 = 男性, 

1 = 女性)、户口(0 = 农业户口, 1 = 非农户口)、教

育水平(1 = 小学及以下, 2 = 初中, 3 = 高中或相

当学历, 4 = 大学专科, 5 = 本科, 6 = 硕士, 7 = 博

士)和婚姻状况(1 = 未婚, 2 = 已婚, 3 = 离异)作为

控制变量。由于本研究的年龄分组与代际存在高度

相关性(r = −0.93), 参照以往代际研究的做法(Egri 

& Ralston, 2004; Tang et al., 2017), 本研究不选取

年龄作为控制变量4。 

                                                           
4 本研究将选取年龄作为控制变量的数据分析结果呈现在网络

版附录 D 中。是否添加年龄为控制变量对分析结果基本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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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2 采用和研究 1 相同的数据分析方法。第

一, 对工作价值观进行校正, 将价值观绝对重要性

分数转换为价值观相对重要性分数, 以获得更准确

的结果。第二, 在回归分析中, 以改革一代为参照

组构建两个虚拟变量: 改革前一代、后改革一代, 

此外将改革前一代作为参照组进行替代分析。 

3.3  研究结果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 4 所

示。为考察各代际员工工作价值观的倾向, 我们首

先对不同被试的工作价值观进行了描述统计分析

(详见表 5)。结果显示, 与研究 1 结果一致, 在所有

代际中, 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的重要性均高于后物

质主义工作价值观。进一步分析显示, 在所有代际

中, 自我增强工作价值观的重要性都最高, 开放工

作价值观的重要性都最低。 

其次, 为进一步对员工的工作价值观进行检验, 

我们采用回归分析方法。表 6 和图 4 展示的是物质

主义和后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的回归结果。研究发

现, 在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维度上, 从模型 1 可知, 

改革前一代与改革一代没有差异(b = −0.01, p = 

0.79), 后改革一代显著低于改革一代(b = −0.11, p = 

0.04); 从替代分析(模型 2)可知, 后改革一代边际

显著低于改革前一代(b = −0.09, p = 0.08)。因此, 后

改革一代的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低于改革前一代

和改革一代, 而改革前一代和改革一代没有显著差

异, 假设 1.1 得到部分支持。 

在后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维度上, 从模型 3 可

知, 改革前一代与改革一代没有差异(b = 0.01, p = 

0.79), 后改革一代显著高于改革一代(b = 0.11, p = 

0.04); 从替代分析(模型 4)可知, 后改革一代边际

显著高于改革前一代(b = 0.09, p = 0.08)。因此, 后

改革一代的后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高于改革前一

代和改革一代, 而改革前一代和改革一代没有显著

差异, 假设 1.2 得到部分支持。 

 
表 4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研究 2)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 物质主义 0.07  0.61                            

2. 后物质主义 −0.07  0.61  −1.00**                         

3. 开放 −0.17  0.46  −0.36** 0.36**                       

4. 保守 0.03  0.38  0.26** −0.26** −0.56**                     

5. 自我增强 0.10  0.43  0.57** −0.57** −0.50** 0.06                   

6. 自我超越 0.04  0.41  −0.45** 0.45** −0.08* −0.36** −0.56**                 

7. 改革前一代 0.31  0.46  −0.01 0.01 −0.06 −0.01 0.00 0.07*               

8. 改革一代 0.31  0.46  0.00 0.00 −0.03 −0.01 0.02 0.02 −0.45**             

9. 后改革一代 0.38  0.49  0.01 −0.01 0.08* 0.02 −0.02 −0.08* −0.53** −0.53**           

10. 性别 1.56  0.50  0.06 −0.06 0.04 −0.01 0.10** −0.14** −0.04 −0.03 0.06         

11. 未婚 0.16  0.37  0.16** −0.16** 0.01 0.00 0.14** −0.15** −0.25** −0.23** 0.45** 0.13**       

12. 已婚 0.83  0.38  −0.16** 0.16** 0.01 −0.01 −0.15** 0.15** 0.24** 0.20** −0.42** −0.14** −0.96**     

13. 教育程度 4.78  0.91  −0.05 0.05 0.08* −0.04 −0.01 −0.04 −0.26** 0.09** 0.16** −0.02 0.08* −0.07*   

14. 户口 1.25  0.43  0.07* −0.07* 0.04 −0.03 0.08* −0.10** −0.12** −0.06* 0.17** 0.06* 0.20** −0.19** −0.20**

注: N = 992；使用校正后的工作价值观数据。 
* p < 0.05, ** p < 0.01 (双尾检验)。 

 

表 5  工作价值观描述统计量(研究 2) 

代际 出生年份 人数
物质主义 后物质主义 开放 保守 自我增强 自我超越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改革前一代 1977 年及以前 306 0.06 0.63 −0.06 0.63 −0.20 0.45 0.02 0.38 0.10 0.44 0.08 0.38

改革一代 1978 至 1989 年 306 0.07 0.53 −0.07 0.53 −0.18 0.45 0.02 0.35 0.11 0.37 0.05 0.37

后改革一代 1990 及以后 380 0.07 0.66 −0.07 0.66 −0.12 0.46 0.04 0.39 0.08 0.48 0.00 0.46

注: N = 992; 使用校正后的工作价值观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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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代际与员工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的关系(CLDS 工作价值观; 研究 2) 

变量 
物质主义 后物质主义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代际         

改革前一代 −0.01 (0.05) 基准 0.01 (0.05) 基准 

改革一代 基准 0.01 (0.05) 基准 −0.01 (0.05) 

后改革一代 −0.11* (0.05) −0.09† (0.05) 0.11* (0.05) 0.09† (0.05) 

控制变量         

性别 0.05 (0.04) 0.05 (0.04) −0.05 (0.04) −0.05 (0.04) 

未婚 0.11 (0.19) 0.11 (0.19) −0.11 (0.19) −0.11 (0.19) 

已婚 −0.20 (0.18) −0.20 (0.18) 0.20 (0.18) 0.20 (0.18) 

教育程度 −0.03 (0.02) −0.03 (0.02) 0.03 (0.02) 0.03 (0.02) 

户口 0.06 (0.05) 0.06 (0.05) −0.06 (0.05) −0.06 (0.05) 

截距项 0.25 (0.24) 0.23 (0.23) −0.25 (0.24) −0.23 (0.23) 

R2 0.04 0.04 0.04 0.04 

F 5.41*** 5.41*** 5.41*** 5.41*** 

注: N = 992; 括号内为标准误; 使用校正后的工作价值观数据; 模型 1 和 3 以改革一代为参照组进行回归分析; 模型 2 和 4 以改革

前一代为参照组进行回归分析。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双尾检验)。 

 

 
 

图 4  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代际变迁趋势 

(以改革前一代为基准; 研究 2) 
 
 

表 7 和图 5 展示的是 Cable 和 Edwards (2004)

的工作价值观的回归结果。研究发现, 在开放工作

价值观维度上, 从模型 1 可知, 改革前一代和改革

一代没有显著差异(b = 0.00, p = 0.93), 后改革一代

边际显著高于改革一代(b = 0.07, p = 0.07); 从替代

分析(模型 2)可知, 后改革一代的开放工作价值观

边际显著高于改革前一代(b = 0.07, p = 0.07)。因此, 

后改革一代的开放工作价值观显著高于改革前一

代和改革一代, 而改革前一代和改革一代没有显著

差异, 假设 2.1 得到部分支持。 

表 7  代际与员工工作价值观的关系(Cable 的 Edwards 工作价值观；研究 2) 

变量 
开放 保守 自我增强 自我超越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代际                 

改革前一代 0.00 (0.04) 基准 −0.01 (0.03) 基准 0.00 (0.04) 基准 0.02 (0.03) 基准 

改革一代 基准 0.00 (0.04) 基准 0.01 (0.03) 基准 0.00 (0.04) 基准 −0.02 (0.03)

后改革一代 0.07† (0.04) 0.07† (0.04) 0.02 (0.03) 0.04 (0.03) −0.10** (0.04) −0.10** (0.04) 0.01 (0.03) −0.01 (0.04)

控制变量                 

性别 0.04 (0.03) 0.04 (0.03) −0.01 (0.02) −0.01 (0.02) 0.07* (0.03) 0.07* (0.03) −0.10*** (0.03) −0.10** (0.03)

未婚 0.19 (0.14) 0.19 (0.14) −0.05 (0.12) −0.05 (0.12) −0.08 (0.14) −0.08 (0.14) −0.07 (0.13) −0.07 (0.13)

已婚 0.25† (0.14) 0.25† (0.14) −0.05 (0.12) −0.05 (0.12) −0.27* (0.13) −0.27* (0.13) 0.07 (0.12) 0.07 (0.12)

教育程度 0.04* (0.02) 0.04* (0.02) −0.03† (0.01) −0.03† (0.01) 0.01 (0.02) 0.01 (0.02) −0.02 (0.02) −0.02 (0.02)

户口 0.06 (0.04) 0.06 (0.04) −0.05 (0.03) −0.05 (0.03) 0.06† (0.03) 0.06† (0.03) −0.07* (0.03) −0.07* (0.03)

截距项 −0.74*** (0.18) −0.75*** (0.17) 0.26† (0.15) 0.25† (0.15) 0.16 (0.17) 0.15 (0.16) 0.33* (0.16) 0.35* (0.16)

R2 0.02 0.02 0.01 0.01 0.04 0.04 0.04 0.04 

F 2.71** 2.71** 0.74 0.74 6.23*** 6.23*** 6.45*** 6.45*** 

注: N = 992；括号内为标准误；使用校正后的工作价值观数据；模型 1、3、5 和 7 以改革一代为参照组进行回归分析；模型 2、4、

6 和 8 以改革前一代为参照组进行回归分析。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双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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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工作价值观代际变迁趋势(以改革前一代为基准; 

Cable 的 Edwards 工作价值观; 研究 2) 

 

在保守工作价值观维度上, 从模型 3 可知, 改

革前一代与改革一代没有显著差异(b = −0.01, p = 

0.70), 后改革一代与改革一代没有显著差异(b = 

0.02, p = 0.45); 从替代分析(模型 4)可知, 后改革

一代与改革前一代也没有显著差异(b = 0.04, p = 

0.28)。因此, 改革前一代、改革一代、后改革一代

的保守工作价值观没有显著差异, 假设 2.2 没有得

到支持。 

在自我增强工作价值观维度上, 从模型 5 可知, 

改革前一代与改革一代没有显著差异(b = 0.00, p = 

0.98), 后改革一代显著低于改革一代(b = −0.10, p = 

0.004); 从替代分析(模型 6)可知, 后改革一代的自

我增强工作价值观低于改革前一代 (b = −0.10, p = 

0.01)。因此, 后改革一代的自我增强工作价值观显

著低于改革前一代和改革一代, 而改革前一代和改

革一代没有显著差异, 假设 2.3 得到部分支持。 

在自我超越工作价值观维度上, 从模型 7 可知, 

改革前一代与改革一代没有显著差异(b = 0.02, p = 

0.63), 后改革一代与改革一代没有显著差异(b = 

0.01, p = 0.77); 从替代分析(模型 8)可知, 后改革

一代与改革前一代也没有显著差异(b = −0.01, p = 

0.86)。因此, 改革前一代、改革一代、后改革一代

的自我超越工作价值观没有显著差异, 假设 2.4 没

有得到支持。 

3.4  讨论 

研究 2 的结果和研究 1 相似, 后改革一代的物

质主义工作价值观低于改革一代和改革前一代, 后

物 质 主 义 工 作 价 值 观 高 于 改 革 一 代 和 改 革 前 一

代。采用 Cable 和 Edward (2004)的测量对工作价值

观进行更深入的探究, 与我们预测相同的是, 后改

革一代的开放工作价值观显著高于改革前一代和

改革一代, 自我增强工作价值观显著低于改革前一

代和改革一代。但与我们预测不同的是, 改革前一

代与改革一代在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工作价值

观上没有显著差异; 三个代际的员工在保守和自我

超越工作价值观上并没有显著差异, 并且改革前一

代与改革一代在开放和自我增强工作价值观上没

有显著差异。除此之外, 与研究 1 结果相似, 在研

究 2 中, 虽然不同工作价值观的相对重要性存在代

际之间的变化, 但是在每个代际中, 物质主义工作

价值观的相对重要性较高, 后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

的相对重要性较低; 自我增强工作价值观的相对重

要性较高, 开放工作价值观的相对重要性较低。换

而言之, 工作价值观的重要性排序并未出现完全颠

覆的情况。 

虽然研究 2 的结果与研究 1 存在较高一致性, 

但两个研究都采用个体自我报告, 可能存在自我服

务偏差(Paulhus, 1991)。此外, 由于人们并不只是价

值文化影响的接受者, 还可能参与价值文化的构建

并选择是否认同它, 因此人们知觉到的周围人的价

值观(主体间视角)和知觉到的自己的价值观(主体

内视角)可能并不总是完全一致(Chiu et al., 2010)。

鉴于此, 我们在研究 3 中采用主体间视角, 进一步

考察被试对不同代际员工的工作价值观的认识, 从

另外一个视角揭示中国员工工作价值观的代际变

迁趋势, 并检验主体内视角(即研究 1 和研究 2)和

主体间视角(即研究 3)的结论是否一致。 

4  研究 3: 基于主体间视角 

4.1  样本与数据 

研究 3 采用主体间视角再次验证假设 1.1~1.2

和 2.1~2.4, 以进一步探究中国员工工作价值观现

状和变迁趋势。通过 Credamo 平台于 2022 年 11 月

在全国范围内向目标人群投放问卷, 共发放 400 份

调查问卷。为确保样本数据收集的有效性, 将填写

质量过低、答题时间异常的问卷进行剔除, 剩余有

效问卷 361 份, 问卷有效回收率 90.25%。在参与调

查的被试中, 男性 149 人(占 41.30%), 女性 212 人

(占 58.70%); 平均年龄 39.07 岁(SD = 10.67)。根据

Tang 等学者(2017)的代际划分, 改革前一代 122 人, 

占 33.80%, 改革一代 106 人, 占 29.40%, 后改革一

代 133 人, 占 36.80%。 

4.2  测量工具与调查过程 

本研究对研究 1 和 2 采用的两个工作价值观量

表在表述上进行了改编, 采用主体间视角测量三代

人的工作价值观现状。具体而言, 我们要求被试分

别对改革前一代、改革一代和后改革一代的工作价



第 7 期 唐宁玉 等: 中国员工工作价值观的代际变迁 887 

 

值观进行评价。例如, 在要求被试对改革前一代的

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进行评价时, 本

研究使用的指导语是: “工作对出生在改革开放前

(1978 年前)的员工的意义或价值是什么？”。同理, 

在 要 求 被 试 对 改 革 前 一 代 的 Cable 和 Edwards 

(2004)的工作价值观进行评价时, 本研究使用的指

导语是: “下面是一份有关工作看法的列表, 请思考

出生在改革开放前(1978 年前)的员工对它们的赞同

程度。”。与研究 1 和 2 相同, 研究 3 将价值观绝对

重要性分数转换为价值观相对重要性分数, 以获得

更为准确的分析结果(Schwartz, 1992, 2005)。各工

作价值观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67 (后物质

主义), 0.87 (开放)、0.86 (保守), 0.75 (自我增强), 

0.83 (自我超越)5。 

控制变量: 被试对不同代际员工工作价值观的

感知受到其特质的影响(Parry & Urwin, 2021), 因

此本研究选取被试的性别(0 = 男性, 1 = 女性)、代

际(1 = 改革前一代, 2 = 改革一代, 3 = 后改革一

代)、户口(0 = 农业户口, 1 = 非农户口)、教育水平

(1 = 小学及以下, 2 = 初中, 3 = 高中或相当学历, 

4 = 大学专科, 5 = 本科, 6 = 硕士, 7 = 博士)和婚

姻状况(0 = 未婚, 1 = 已婚)作为控制变量。由于年

龄与代际存在高度相关性(r = −0.93), 本研究不选

取年龄作为控制变量。 

4.3  研究结果 

我们首先检验不同代际被试对某个特定代际

工作价值观的评价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分析结果显

示, 在控制被试性别、户口、教育水平和婚姻状况

的情况下, 除开放工作价值观以外, 被试对其他工

作价值观(包括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保守、自

我增强、自我超越)的评价与被试本身所属的代际

无关(开放: F(2, 354) = 3.321, p = 0.037, η2
p = 0.018; 

其他: Fs (2, 354) < 2.298, ps > 0.102, η2
ps < 0.013)。

换而言之, 不同代际的被试对不同代际员工工作价

值观具有相对一致的认知。 

其次, 我们针对被试评价的改革前一代、改革

一代、后改革一代的工作价值观进行了描述统计分

析(详见表 8)。当采用主体间视角时, 改革前一代到

后改革一代对工作价值观的偏好发生了颠覆性的

变化。具体而言, 在改革前一代, 物质主义工作价

值观的重要性高于后物质主义; 而在后改革一代则

                                                           
5 不同代际被试工作价值观的 Cronbach’s α 详见网络版附录 B, 

表 B1。 

相反。在改革前一代, Cable 和 Edwards (2004)工作

价值观的重要性从高到低为保守、自我超越、自我

增强和开放; 在后改革一代, 工作价值观重要性的

排序正好相反。 

再次, 为进一步对员工的工作价值观进行检验, 

我们采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Wan et al., 2007)分

别对不同工作价值观进行分析 , 并在该分析中对

性 别 、 代 际 、 户 口 、 教 育 水 平 和 婚 姻 状 况 进 行    

控制。 

基于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详见

表 8), 研究发现, 在物质主义价值观维度上, 中国

员工的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在改革前一代、改革一代

和后改革一代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F(1.79, 635.07) = 

7.21, p = 0.001, η2
p = 0.02。进一步分析显示, 在物质

主义工作价值观方面, 改革前一代与改革一代没有

显著差异, F(1, 355) = 0.07, p = 0.79; 改革前一代显

著高于后改革一代, F(1, 355) = 7.42, p = 0.01, η2
p = 

0.02; 改革一代显著高于后改革一代, F(1, 355) = 

14.81, p < 0.001, η2
p = 0.05。因此, 后改革一代的物

质主义工作价值观最低, 而改革前一代和改革一代

没有显著差异, 假设 1.1 得到部分支持。 

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维度上, 中国员工的后物

质主义工作价值观在改革前一代、改革一代和后改

革一代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F(1.79, 635.07) = 7.21, p = 

0.001, η2
p = 0.02。进一步分析显示, 在后物质主义工

作价值观方面, 改革前一代与改革一代没有显著差

异, F(1, 355) = 0.07, p = 0.79; 改革前一代显著低于

后改革一代, F(1, 355) = 7.42, p = 0.01, η2
p = 0.02; 

改革一代显著低于后改革一代, F(1, 355) = 14.81, p < 

0.001, η2
p = 0.05。因此, 后改革一代的后物质主义工

作价值观最高, 而改革前一代和改革一代没有显著

差异, 假设 1.2 得到部分支持。 

基于 Cable 和 Edwards (2004)的工作价值观(详

见表 8), 研究发现, 在开放工作价值观维度上, 中

国员工的开放工作价值观在改革前一代、改革一代

和后改革一代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F(1.56, 552.74) = 

4.51, p = 0.02, η2
p = 0.01。进一步分析显示, 改革前

一代与改革一代没有显著差异, F(1, 355) = 0.26, p 

= 0.61; 改革前一代显著低于后改革一代, F(1, 355) 

= 5.30, p = 0.02, η2
p = 0.02; 改革一代显著低于后改

革一代, F(1, 355) = 14.81, p = 0.002, η2
p = 0.03。因

此, 后改革一代的开放工作价值观最高, 而改革前

一代和改革一代没有显著差异, 假设 2.1 得到部分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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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工作价值观描述统计量与代际差异(研究 3) 

变量 
改革前一代 a 改革一代 b 后改革一代 c  a vs. b a vs. c b vs. c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F(η2
p) F(η2

p) F(η2
p) F(η2

p) 

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 

物质主义 0.35 0.60 −0.07 0.57 −0.46 0.64 
7.21*** 
(0.02) 

0.07 
(0.00) 

7.42*** 
(0.02) 

14.81** 
(0.04) 

后物质主义 −0.35 0.60 0.07 0.57 0.46 0.64 
7.21*** 
(0.02) 

0.07 
(0.00) 

7.42*** 
(0.02) 

14.81** 
(0.04) 

Cable 和 Edwards 工作价值观 

开放 −0.46 0.68 −0.07 0.53 0.41 0.56 
4.51* 
(0.01) 

0.26 
(0.00) 

5.30* 
(0.02) 

9.35**

(0.03) 

保守 0.24 0.48 −0.07 0.51 −0.44 0.59 
6.81** 
(0.04) 

0.14 
(0.00) 

7.08* 

(0.02) 
12.58***

(0.03) 

自我增强 0.01 0.58 0.18 0.44 0.21 0.48 
1.58 

(0.00) 
   

自我超越 0.20 0.52 −0.04 0.46 −0.18 0.50 
1.56 

(0.00) 
   

注: 使用校正后的工作价值观数据；a 表示改革前一代，b 表示改革一代，c 表示后改革一代。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双尾检验)。  

 
在保守工作价值观维度上, 中国员工的保守工

作价值观在改革前一代、改革一代和后改革一代之

间存在显著差异(F(1.56, 552.74) = 4.51, p = 0.02, ηp = 

0.01)。进一步分析显示, 在保守工作价值观方面, 

改革前一代与改革一代没有显著差异(F(1, 355) = 

0.14, p = 0.71, ηp = 0.00); 改革前一代显著高于后

改革一代(F(1, 355) = 7.08, p = 0.01, ηp = 0.02); 改

革一代显著高于后改革一代(F(1, 355) = 12.58, p < 

0.001, ηp = 0.03)。因此, 后改革一代的保守工作价

值观最低, 而改革前一代和改革一代没有显著差异, 

假设 2.2 得到部分支持。 

在自我增强工作价值观维度上, 自我增强工作

价值观在改革前一代、改革一代和后改革一代之间

不存在显著差异(F(1.72, 611.89) = 1.58, p = 0.21, ηp 

= 0.00), 假设 2.3 没有得到支持。 

在自我超越工作价值观维度上, 自我超越工作

价值观在改革前一代、改革一代和后改革一代之间

也不存在显著差异(F(1.63, 579.33) = 1.56, p = 0.22, 

ηp = 0.00), 假设 2.4 没有得到支持。 

4.4  讨论 

研究 3 采用主体间视角, 基本重复了研究 1 和

2 的主要发现。具体而言, 在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

义工作价值观方面, 和研究 1、研究 2 的结果相似, 

后改革一代的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显著低于改革

前一代和改革一代, 后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显著高

于改革前一代和改革一代。在 Cable 和 Edwards 

(2004)的工作价值观方面, 和研究 2 的结果相似, 

后改革一代的开放工作价值观最高, 三个代际在自

我超越工作价值观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是, 与研

究 2 的结果有所不同的是, 在研究 3 中, 后改革一

代的保守工作价值观最低, 三个代际在自我增强工

作价值观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三个研究的结果具有部分

一致性, 但与研究 1 和 2 的结果不同的是, 在主体

间视角下, 工作价值观在不同代际的优先级出现了

颠覆性的变化, 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极大下降, 后

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极大提高; 保守工作价值观极

大下降, 开放工作价值观极大提高。一种可能的解

释是, 由于被试需要同时评价三个代际群体的工作

价值观, 这可能会强化对比效应, 进而放大被试对

不同代际工作价值观的差异性的感知。此外, 主体

内价值观代表了个体的选择, 这种选择往往以自我

效用为基础; 而主体间价值观代表了社会的选择 , 

这种选择则以价值观的集体效用和可传播性为基

础。换而言之, 主体内价值观和主体间价值观的标

准并不完全一致, 因此这两种价值观可能会出现不

同程度的分离(Heylighen, 1997; Wan et al., 2010), 

这也恰恰表明了开展主体间视角研究的必要性。 

5  结果汇总和讨论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不同代际中国员工工

作价值观的变迁。三个研究分别采用纵向追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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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研究 1)和横断面研究设计(研究 2 和 3), 分别

采用 APC 模型分析(研究 1)、线性回归分析(研究

2)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研究 3), 分别采用物质

主义和后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测量工具(研究 1、2

和 3)、Cable 和 Edwards (2004)的工作价值观测量

工具(研究 2 和 3), 分别采用主体内视角(研究 1 和

2)和主体间视角(研究 3), 结果表明, 中国员工工作

价值观既存在代际间的差异性, 也存在代际间的一

致性。概括而言, 研究一致发现: (1)后改革一代的

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最低, 后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

最高; (2)在开放工作价值观方面, 后改革一代显著

高于改革前一代和改革一代; 在自我超越工作价值

观方面, 三个代际没有显著差异。但研究 2 和 3 在

保守和自我增强工作价值观方面的研究结论存在

部分不一致。我们将三个研究得到的结果汇总在表

9 中, 可以看到, 部分工作价值观如物质主义、后物

质主义、开放、自我超越等具有较强的跨研究设

计、分析方法、研究视角的一致性。 

需要指出的是, 我们发现不同代际员工的工作

价值观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例如, 保守工作价值观

似乎并未完全出现下降的趋势。虽然经济发展和教

育水平提升对保守工作价值观具有削弱作用, 但近

些年人们对新型权威(例如组织权威、专业权威)认

同的增强(高海燕  等 , 2022)可能部分抵消这一作

用。此外, 自我超越工作价值观也呈现出相对稳定

的趋势。一种可能的解释是, 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注

重个体和他人的关系以及和谐团结 (蔡华俭  等 , 

2020; 高海燕 等 , 2022), 传统文化的延续性和长

期以来的思想教育可能使得自我超越工作价值观

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倾向。 

除此之外, 我们还发现改革前一代和改革一代

在所有工作价值观上都没有显著差异。对此, 一种

解释是组织社会化过程可能会降低不同代际员工

在工作价值观方面的差异(Joshi et al., 2011; Tang  

et al., 2017)。工作价值观是价值观在工作场所中的

具体体现, 因此可能比个人基础价值观更容易受到

工作场所的规范和环境的影响。而这一影响可能在

改革前一代和改革一代表现得更为明显, 因为他们

进入工作场所的时间更早、工作年限更长, 受到组

织社会化的影响可能更大(Martin & Côté, 2019)。另

一种可能的解释则是, 中国在短时间内经历了高速

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过程, 传统、

现代、后现代被压缩到同一个时空之中(景天魁 , 

2015), 而经济和社会变化对价值观念的影响具有

一定的时滞性(Inglehart, 2016), 三个代际的时间可

能无法实现价值观的完全转变。 

最后, 研究 1 和 2 (均采用主体内视角)的结果

一致表明, 各代际员工对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的重

视程度均高于后物质主义。换而言之, 虽然部分工

作价值观的相对重要性存在代际变迁, 但在价值观

的优先次序上, 似乎并未发生颠覆性的变化, 当前

所有代际员工依旧更重视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 

5.1  理论启发 

首先, 本研究立足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 深入

分析中国员工工作价值观变迁趋势, 对价值观变迁

的解释理论进行了重新审视与反思, 研究结果丰富

了工作价值观代际差异的知识体系。虽然 Inglehart 

(1997)已经在许多国家揭示了价值观由物质主义向 

 

表 9  工作价值观代际差异研究结果汇总 

变量 研究 1 研究 2 研究 3 
研究结果 

一致性 

假设是否得

到支持 

物质主义 
(改革前一代, 改革一代) > 

后改革一代 

(改革前一代, 改革一代) > 

后改革一代 

(改革前一代, 改革一代) > 

后改革一代 
完全一致 部分支持 

后物质主义 
(改革前一代, 改革一代) < 

后改革一代 

(改革前一代, 改革一代) < 

后改革一代 

(改革前一代, 改革一代) < 

后改革一代 
完全一致 部分支持 

开放   
(改革前一代, 改革一代) < 

后改革一代 

(改革前一代, 改革一代) < 

后改革一代 
完全一致 部分支持 

保守   
( 改 革 前 一 代 , 改 革 一 代 , 

后改革一代) 

(改革前一代, 改革一代) > 

后改革一代 
部分一致 部分支持 

自我增强   
(改革前一代, 改革一代) > 

后改革一代 

(改 革 前 一 代 , 改 革 一 代 , 

后改革一代) 
部分一致 部分支持 

自我超越   
( 改 革 前 一 代 , 改 革 一 代 , 

后改革一代) 

(改 革 前 一 代 , 改 革 一 代 , 

后改革一代) 
完全一致 不支持 



890 心    理    学    报 第 56 卷 

 

后物质主义转变的趋势 , 但是其含有的西方中心

论、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分析框架过于简化、对

文化变迁复杂性的忽视等问题导致该理论不断受

到质疑(例如: Eisenstadt, 1973; 高海燕 等, 2022; 

Tang et al., 2017)。本研究结果表明, 从改革前一代

到后改革一代, 虽然部分价值观的变化与现代化演

进理论的预测一致(例如, 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

义工作价值观的转变, 更加重视开放工作价值观), 

但也有部分价值观的变化与理论的预测不一致(例

如, 三个代际的员工在自我超越工作价值观上没有

显著差异)。因此, 中国员工的工作价值观变化既有

现代化过程的普遍性, 又具有中国的特殊性, 是现

代化发展过程中的普遍性与中国本土性互动之于

微观层面产生的结果(Ralston et al., 2006), 某种程

度上也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自身

特色。这也表明价值观的转变并不是单向、线性的, 

物质主义价值观依旧会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存在, 

甚至加强(黄梓航 等, 2018)。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中国员工的工作价值观存

在代际变迁, 但其实际变化幅度可能并没有人们感

知的那么大。研究 1 和 2 结果显示, 中国员工的工

作价值观的变化并不是颠覆性的, 他们依旧有较高

的物质主义和自我增强工作价值观。Inglehart (2008, 

2016)发现, 在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 西欧和美国的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已经略强于物质主义, 但在中国, 

物质主义价值观依旧占主导地位。Yang 等(2018)

的结果也证明, 不同代际的中国员工都将工作收入

放在相对突出的位置, 而将内在和社交工作价值观

放在相对次要位置。Inglehart (2016)认为这可能是

因为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依旧较低、收入差距

相对较大, 因此中国员工将生存需要摆在工作的首

要位置。总而言之, 中国社会目前处于快速变化与

调整之中, 在探究工作价值观的代际差异时, 除了

应用成熟理论来考察其变迁, 还应综合考虑社会、

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 

其次, 和以往研究将出生于 1980 年后的员工

统称为新生代并加以研究的做法不同, 本研究基于

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独特的历史大事件, 将新生代

员工区分为改革一代和后改革一代, 研究发现这两

代之间在工作价值观上存在显著差异。这对以往有

关新生代员工工作价值观的研究提供了补充, 丰富

了新生代员工工作价值观的知识体系。 

最后, 本文通过多研究设计、多测量工具、多

分析方法、多研究视角展开代际变迁研究, 以获得

更为可靠和有效的结果, 为未来的代际研究树立了

研究范例。如前所述, 绝大多数代际研究采用横断

面研究设计, 无法厘清代际、年龄和时期的不同影

响, 导致以往代际研究饱受诟病, 部分研究者甚至

质疑代际差异是否是虚构的(Parry & Urwin, 2021; 

Rudolph et al., 2018)。本研究首次在组织领域的代

际研究中采用了 APC 分析模型(研究 1), 将代际、

年龄和时期效应进行分离, 以更清晰地看到代际效

应 ; 同时 , 本研究也提供了工作价值观在不同时

期、不同年龄阶段的变化的证据。此外, 本研究还

采用大规模横断研究(研究 2)和主体间视角研究(研

究 3)进一步重复和深化了研究 1 的发现, 得到了相

对一致的结论。本研究为组织领域价值观的代际研

究提供了相对全面的方法参考, 有利于促进代际研

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5.2  实践启示 

本研究对于企业组织的管理实践也具有启示

意义。第一, 本研究深入剖析了不同代际员工在工

作价值观上的一致性和差异性, 展示了不同代际员

工的工作动机和偏好, 这有助于管理者理解不同代

际员工的工作价值观特征, 为管理工作场所中的代

际多样化提供了有效依据。虽然不同代际的工作价

值观差异给组织的管理策略带来了严峻挑战, 但是

管理者不应该夸大代际差异。本研究结果表明, 在

现阶段, 不同代际员工仍然对物质主义和自我增强

工作价值观更为重视。因此, 管理者应发挥物质激

励的积极作用 , 同时可以灵活运用其他管理方式 , 

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多代际员工管理, 以更好发挥每

一代、每一位员工的作用。 

第二, 本研究有助于加深管理者对新生代员工

的理解, 为管理新生代员工提供了重要参考。后改

革一代和改革一代虽然都被贴上“新生代”标签, 

但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这两代之间在工作价值观

上已有明显差异, 管理者要意识到这些差异。另外, 

虽然后改革一代员工往往被认为更加以自我为中

心、不愿参加合作(Anderson et al., 2017), 但我们的

结果表明, 与其他两个代际相比, 后改革一代虽然

更重视开放工作价值观, 但是也具有一定的自我超

越工作价值观。管理者应该避免对新一代员工的偏

见判断, 应该根据新一代员工的实际工作价值观特

征来制定管理策略和政策。 

第三, 本研究揭示了主体间认知和主体内认知

的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 这也提醒管理者在对不同

代际员工进行管理时, 要更全面倾听, 从不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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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问题, 形成更为合理和有效的解决方案。 

5.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之处, 值得今后

研究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和完善。 

第一, 本研究采用多方法研究, 系统、递进地

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 克服了以往工作价值观代际

变迁研究的不足。但是, 受制于研究周期、测量方

式等因素, 每个子研究仍有一定不足。在后续代际

价值观研究中, 可以通过横向和纵向研究组合、横

断历史研究(Twenge, 2000; 辛自强, 周正, 2012)等

方法更全面地探讨代际工作价值观的变化趋势及

其原因。此外, 未来研究在采用 APC 模型时, 可以

采用更可靠的工作价值观测量工具和更长时间跨

度的跟踪数据对工作价值观变迁的年龄、时期和代

际 效 应 进 行 检 验 , 获 得 更 稳 健 的 结 论 (Glenn, 

2005)。 

第二, 本研究虽然尝试从经济、社会和文化发

展以及历史事件等可能的宏观因素对中国员工工

作价值观的代际差异进行解读 , 但这些背景因素

与工作价值观变迁的关系只是一种相关关系 , 而

非因果推断。随着相关调查数据的丰富, 未来研究

可以进一步探究导致工作价值观变化的具体原因

和机制。 

第三, 本研究通过 3 个研究, 虽然得到了较为

一致的发现, 但仍有一些假设或未能得到验证, 或

在不同研究中得到的发现不同, 或与之前的研究结

果有所区别。比如, Tang 等(2017)进行的人生价值

观研究发现, 改革前一代与后改革一代在一些价值

观(如保守价值观)上没有显著差异, 本研究却发现

后改革一代与前两代有更显著的差异, 改革前一代

和改革一代在工作价值观上没有显著差异。这一方

面揭示着代际研究的复杂性, 另外一方面也促使研

究者进一步考虑传统文化传承的影响。未来可以进

一步采用多方法对不同代际人生价值观、工作价值

观变化的异同进行分析, 更好掌握代际价值观变迁

的规律, 揭示文化和环境等因素对不同价值观变迁

的影响。 

最后 , 在研究内容上 , 本研究旨在揭示工作

价值观的代际变迁, 但未能探讨个体、组织和社会

等各方面应该如何应对这些变化。Anderson 等

(2017)提出, 适用于老一代的变革型领导、真诚型

领导、领导成员交换等领导方式对于新生代不一定

适用, 领导方式需要有所调整。今后研究可以进一

步深化, 对管理和领导方式对代际的适用性进行进

一步探究。 

6  总结 

本研究基于 Inglehart (1997)的现代化演进理论, 

通过三个研究, 采用多研究设计、多测量工具、多

分析方法和多视角对中国员工工作价值观的现状

和代际变迁进行了深入探究。研究一致地发现, 不

同代际员工的工作价值观既存在差异, 又存在相似

之处。总体而言, 后改革一代的物质主义工作价值

观最弱, 后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最强; 后改革一代

的开放工作价值观最强, 三代员工在自我超越工作

价值观上没有显著差异。研究还发现, 不同代际员

工对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的重视程度仍然高于后

物质主义。未来可以进一步通过横纵研究等对价值

观的代际变迁、原因机制和应对方式等进行更全面

和有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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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values of Chinese generational cohorts 

TANG Ningyu, ZHEN Danlei, GUAN Jian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 
The entry of members of the millennial generation cohort (i.e., individuals born after 1980) into the Chinese 

workplace has created a more diverse labor force.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alike have recognized that these 
younger workers hold different work expectations from workers in prior generational cohorts. Since the division 
between new generations and their older counterparts has become more salient, researchers have increasingly 
emphasized issues such as how to accurately understand and effectively manage multi-generation employee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e current study aims to explore work values in three generation cohorts (i.e., the 
pre-reform, the reform, and the post-reform generation cohorts) based on Inglehart’s evolutionary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from different research designs, measures, analysis methods and angles. 

In study 1, we used a longitudinal nationwide quantitative survey (China Labor-force Dynamic Survey, 
CLDS). The sample size was 5, 850 in total from CLDS 2012 to CLDS 2016. We used Age- Period-Cohort (APC) 
analysis to separate the cohort effect in work values from the age effect and the period effect. Study 2 aimed to 
validate the results of Study 1, and further explored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in work values. 
Since study 1 used a simple questionnaire to measure work values, we adopted the work values measurement 
developed by Cable and Edwards (2004), which followed Schwartz’s basic individual values framework to 
explore the work values more systematically. We conducted Study 2 through Credamo, a Chinese professional 
data platform. 992 full-time employees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and we use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modeling. 
We conducted Study 3 through interpersonal perspective to overcome the potential self- serving biases in study 1 
and study 2, and we asked participants to assess the work values of each generation. We recruited a total of 361 
participants from the platform Credamo. 

The analyses of Studies 1~3 showed both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in work values, and by 
and large, the post-reform generation showed more differences with the other two generations. Specifically, 
members of the post-reform generation placed more importance on the post-materialism work values and less 
importance on the materialism work value than previous generations; the post-reform generations placed higher 
importance on the openness to change work value than their predecessors,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he self- transcendence work value among the three generations. In addition, studies also found that there 
were both age and period effects on work values, and finally, all generations still placed more importance on 
materialist than post-materialist work value in the current workplace. 

The research provides new evidence and nuanced insight for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 values, which 
enriches our understanding of evolutionary modernization theory by empirically testing it in the Chinese context. 
Moreover, we conducted three studies with different designs, measures, analysis methods and perspectives, 
which not only supports the robustness of our research findings, but also sets a multi-method research example 
for future studies on the evolution in generation cohorts. This study offers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for how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generation cohorts, especial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younger 
generation workers, and how to manage diverse employees effectively in the workplace. It also sheds lights on 
future research potential for work values in generation cohorts. 
Keywords  Work values,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Materialism, Post-materialism, Openness to change versus 

Conservation, Self-enhancement versus Self-transcendence, APC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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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为了验证我们在研究 1 和 2 中对 5 个题项的划分, 我们分别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为保留更多的信息 , 我们严格遵守累计方差解释率至少达到 60%的统计标准(刘红云 , 

2019。表 A1 显示, 研究 1 的数据结果支持我们的划分, 题项 1 和题项 3 至 6 分别属于两个不同因子, 即物

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 

 

 

表 A1  探索性因子指标(研究 1) 

题项 物质主义 后物质主义 

1. 谋生 1.00 0.02 

3. 认识更多的人 −0.00 0.81 

4. 获得尊重 0.05 0.86 

5. 兴趣 0.02 0.85 

6. 充分发挥自己能力 0.05 0.84 

注: N = 5850; 使用原始工作价值观数据进行 EFA 分析。 

 

表 A2 显示, 研究 2 的数据结果也支持我们的划分, 题项 1 和题项 2 至 5 分别属于两个不同因子, 即物

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 
 
 

表 A2  探索性因子指标(研究 2) 

题项 物质主义 后物质主义 

1. 谋生 0.98  −0.09  

2. 认识更多的人 −0.16  0.72  

3. 获得尊重 0.13  0.76  

4. 兴趣 −0.20  0.77  

5. 充分发挥自己能力 −0.07  0.79  

注: N = 992; 使用原始工作价值观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附录 B 

我们对研究 3 中各工作价值观的 Cronbach’s α 系数进行了进一步检验, 结果详见表 B1。 

 

 

表 B1  工作价值观的测量信度(研究 3) 

量表维度 改革前一代 a 改革一代 b 后改革一代 c 总体信度 d 

后物质主义 0.76 0.60 0.57 0.67 

开放 0.89 0.83 0.77 0.87 

保守 0.75 0.83 0.89 0.86 

自我增强 0.81 0.72 0.71 0.75 

自我超越 0.82 0.78 0.84 0.83 

注: N = 361; 使用原始工作价值观数据进行信度分析; 由于物质主义只有一个题目, 因此不检验物质主义的信度; a 所有被试对改革

前一代员工的评价; b 所有被试对改革一代员工的评价; c 所有被试对后改革一代员工的评价; d 所有被试对任一代际员工的评价。 

 

附录 C 

我们对研究结果进行了补充分析, 进一步探究了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的原始数据的回归结果。研究

1、2 和 3 的结果分别详见表 C1、C2 和 C3。 



 心    理    学    报 第 56 卷 

 

表 C1  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的 APC 模型结果(研究 1) 

变量 
物质主义 后物质主义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代际         

改革前一代 0.02(0.05) 基准 0.00(0.05) 基准 

改革一代 基准 −0.02(0.05) 基准 −0.00(0.05) 

后改革一代 −0.22*(0.09) −0.24*(0.11) 0.05(0.10) 0.05(0.11) 

年龄         

30 岁以下(基准)         

30~39 岁 0.21***(0.05) 0.21***(0.05) −0.04(0.06) −0.04(0.06) 

40~49 岁 0.22**(0.07) 0.22**(0.07) 0.05(0.07) 0.05(0.07) 

50~59 岁 0.24***(0.07) 0.24***(0.07) 0.08(0.07) 0.08(0.07) 

时期         

2012 年(基准)         

2014 年 0.28***(0.03) 0.28***(0.03) −0.13***(0.03) −0.13***(0.03) 

2016 年 0.36***(0.03) 0.36***(0.03) −0.07*(0.03) −0.07*(0.03) 

控制变量         

受教育水平 −0.05*(0.02) −0.05*(0.02) 0.05*(0.02) 0.05*(0.02) 

性别 −0.01(0.02) −0.01(0.02) −0.08***(0.02) −0.08***(0.02) 

工作类型 0.04***(0.01) 0.04***(0.01) −0.06***(0.01) −0.06***(0.01) 

户口类型 −0.10**(0.03) −0.10**(0.03) 0.05(0.03) 0.05(0.03) 

截距项 3.92***(0.06) 3.94***(0.08) 3.55***(0.07) 3.56***(0.08) 

R2 0.07 0.07 0.03 0.03 

F 36.96*** 36.96*** 13.00*** 13.00*** 

注: N = 5850; 括号内为标准误; 使用原始的工作价值观数据; 模型 1 以改革一代为参照组进行回归分析; 模型 2 以改革前一代为参

照组进行回归分析。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双尾检验)。 

 

 

表 C2  代际与员工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的关系(CLDS 工作价值观; 研究 2) 

变量 
物质主义 后物质主义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代际         

  改革前一代 −0.12 (0.07)  基准 −0.09† (0.06)  基准 

  改革一代 基准 0.12 (0.07)  基准 0.09† (0.06)  

  后改革一代 −0.20** (0.08)  −0.08† (0.08) 0.01 (0.06)  0.11† (0.06) 

控制变量         

  性别 0.06 (0.06) 0.06 (0.06) −0.03 (0.04) −0.03 (0.04) 

  未婚 −0.02 (0.28) −0.02 (0.28) −0.23 (0.21) −0.23 (0.21) 

  已婚 −0.26 (0.27) −0.26 (0.27) 0.14 (0.20) 0.14 (0.20) 

  教育程度 −0.02 (0.03) −0.02 (0.03) 0.03 (0.03) 0.03 (0.03) 

  户口 0.12† (0.07) 0.12† (0.07) 0.01 (0.05) 0.01 (0.05) 

截距项 4.27*** (0.35) 4.25*** (0.34) 3.87*** (0.26) 3.78*** (0.26) 

R2 0.02 0.02 0.04 0.04 

F 2.87** 2.87** 5.94*** 5.94*** 

注: N = 992; 括号内为标准误; 使用原始的工作价值观数据。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双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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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  员工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描述统计量与代际差异(研究 3) 

 
改革前一代 a 改革一代 b 后改革一代 c  a vs. b a vs. c b vs. c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F(η2
p) F(η2

p) F(η2
p) F(η2

p) 

物质主义 4.42 0.83 4.08 0.93 3.39 1.14 
8.55***

(0.02) 
0.19 

(0.00) 
8.75** 
(0.02) 

15.26*** 
(0.04) 

后物质主义 3.73 0.75 4.22 0.54 4.30 0.56 
1.25 

(0.00) 
0.01 

(0.00) 
1.47 

(0.00) 
3.04† 
(0.01) 

注: N = 361; 使用原始的工作价值观数据; a 表示改革前一代, b 表示改革一代, c 表示后改革一代。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双尾检验)。 

 

附录 D 

我们对研究 2 的结果进行了补充分析, 进一步探究了控制了年龄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物质主义和后物

质主义工作价值观的结果详见表 D1。基于 Cable 和 Edwards (2004)的工作价值观的结果详见表 2。 
 

表 D1  代际与员工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的关系(CLDS 工作价值观; 研究 2) 

变量 
物质主义 后物质主义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代际         

  改革前一代 0.15† (0.08)  基准 −0.15† (0.08)  基准 

  改革一代 基准 −0.15† (0.08)  基准 0.15† (0.08)  

  后改革一代 −0.23** (0.07)  −0.37** (0.13) 0.23** (0.07)  0.37** (0.13) 

控制变量         

  性别 0.04 (0.04) 0.04 (0.04) −0.04 (0.04) −0.04 (0.04) 

  未婚 0.07 (0.19) 0.07 (0.19) −0.07 (0.19) −0.07 (0.19) 

  已婚 −0.21 (0.18) −0.21 (0.18) 0.21 (0.18) 0.21 (0.18) 

  教育程度 −0.03 (0.02) −0.03 (0.02) 0.03 (0.02) 0.03 (0.02) 

  户口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年龄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截距项 0.78* (0.33) 0.92** (0.37) −0.78* (0.33) −0.92** (0.37) 

R2 0.04 0.04 0.04 0.04 

F 5.44*** 5.44*** 5.44*** 5.44*** 

注: N = 992; 括号内为标准误; 使用校正后的工作价值观数据。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双尾检验)。 

 

表 D2  代际与员工工作价值观的关系(Cable 的 Edwards 工作价值观; 研究 2) 

变量 
开放 保守 自我增强 自我超越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代际                 

  改革前一代 −0.06 (0.06) 基准 −0.03 (0.05) 基准 0.13* (0.06) 基准 −0.04 (0.06) 基准 

  改革一代 基准 0.06 (0.06) 基准 0.03 (0.05) 基准 −0.13* (0.06) 基准 0.04 (0.06) 

  后改革一代 0.11* (0.06) 0.18† (0.10) 0.04 (0.05) 0.06 (0.08) −0.20*** (0.05) −0.33*** (0.09) 0.05 (0.05) 0.10 (0.09) 

控制变量                 

  性别 0.04 (0.03) 0.04 (0.03) −0.01 (0.03) −0.01 (0.03) 0.06* (0.03) 0.06* (0.03) −0.09*** (0.03) −0.09*** (0.03)

  未婚 0.20 (0.15) 0.20 (0.15) −0.04 (0.12) −0.04 (0.12) −0.11 (0.16) −0.11 (0.14) −0.05 (0.13) −0.05 (0.13) 

  已婚 0.26† (0.14) 0.26† (0.14) −0.05 (0.12) −0.05 (0.12) −0.28* (0.13) −0.28* (0.13) 0.07 (0.12) 0.07 (0.12) 

  教育程度 0.04* (0.02) 0.04* (0.02) −0.03† (0.01) −0.03† (0.01) 0.01 (0.02) 0.01 (0.02) −0.02 (0.02) −0.02 (0.02) 

  户口 0.06 (0.04) 0.06 (0.04) −0.05 (0.03) −0.05 (0.03) 0.06† (0.03) 0.06† (0.03) −0.07* (0.03) −0.07* (0.03)

  年龄 0.01 (0.06) 0.01 (0.00) 0.01 (0.00) 0.00 (0.00) −0.01** (0.00) −0.01** (0.00) 0.00 (0.00) 0.00 (0.00) 

截距项 −0.94*** (0.25) −1.01*** (0.28) 0.21 (0.21) 0.18 (0.24) 0.59* (0.23) 0.71** (0.26) 0.15 (0.22) 0.11 (0.25) 

R2 0.02 0.02 0.01 0.01 0.05 0.05 0.05 0.05 

F 2.54* 2.54* 0.66 0.66 6.40*** 6.40*** 5.83*** 5.83 *** 

注: N = 992; 括号内为标准误; 使用校正后的工作价值观数据。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双尾检验)。 


